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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思社会风险 ,但这种

反思受到过去相关报道理念羁绊。他们在反思风险中进行权力博弈 ,但他们的这种博弈受到

自身“工具性心理”阻抗;他们在反思风险中呈现积极处世态度 ,但另一面这种处世受到某种宿

命论倾向影响。消除对风险报道起阻碍作用的因素 ,依赖当代中国媒介自我监控 、自我修正 、

自我调适的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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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一个时期的现代化 ,有人说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 ,而话音未

落 ,现代社会风险理论又以为它为现代人带来了“安全丧失” 。要解决前一个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

(Daniel Bell)等提出人们的精神要回归中世纪 ,即重建人的宗教信仰;而要解决后一个问题 ,吉登斯

(Antony Giddens)等风险理论创导者则以为要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 ,即通过风险评估与控制去把

握未来。而事实上 ,二者都是针对自然科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 ,在强调一种“人文救世”理念。

而在风险评估与控制这种“人文救世”主张中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则看到媒介能起到一只

“文化眼睛”作用:它通过对社会风险的报道 ,可以开视风险上的“瞎眼公民” ,从而引发他们进行风险治

理[ 1]
(第 92 页)。

在现代风险理论中 , “风险”(ri sk)是个相当灵活的概念 ,一般是指存在于人的评价性认识中的一种

潜在危机 。但在风险陈述中 ,这种理论又将现实发生的危机表述为风险。而在风险源层面 ,它所说的风

险又指激进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高科技等)带来的种种危害———我们知道 ,中国这方面情形与西

欧并不相同。这样在意涵上 ,我们说的风险 ,主要指在当代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语境潜在和现实已发生

的种种危机。

一 、风险反思

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不断查问与审视自身生存状态

的存在物。”[ 2](第 8页)伴随人类文明进程 ,人禀具了一种认知 、应对风险的思维:反思 。在人类意识的萌

发期 ,面对自然风险 ,人必须敏于知察 ,并通过调节自身实践予以应对 ,这就造就了他“外察式”风险反

思;而随着人类道德 、精神生活的展开 ,尤其是当其有了“自律”意识 ,人对自身道德 、精神上的危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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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省式”反思;而且 , “文化越往后发展 ,这种内向观察越变得显著。”
[ 2]
(第 5 页)作为一种思维:反思 ,

总是人关于身内与身外世界问题 、危机 、风险的反思 ,而这样 ,当人认识 、应对风险 ,其思维即反思。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有风险理论说 。在现代风险社会 ,反思性是人的一种现代性 。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中国媒介禀具了这种反思思维 。改革 , “它有时难得像在泥泞中行走 ,费大力

迈出一步 ,待你拔出了脚 ,那脚印立刻又被周围的泥泞淹没了 。”
[ 3]
(第 155 页)新闻名篇《鲁布革冲击》这

种关于改革维艰的反思性表述 ,可以视为当时媒介现实禀具风险反思思维的表征。回头看 ,1980年以

后 ,这种风险反思在当代中国媒介呈现如下走势:

一则 ,在拓宽视域。如《鲁布革冲击》 、《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20世纪 80年代 ,中国媒介所反思

的风险 ,多体现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潜伏的问题 ,其风险反思的视点在“国计”而不在“民生” 。而 90

年代以后 ,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开始向“民生”领域拓展 ,因为此间崛起的大众化报纸在“服务大众”报导

理念引导下 ,注意告知百姓的生活风险 。而近年 ,如针对“帝王戏”盛行 ,中国媒介在揭露一种由此传播

开来的封建权谋文化的危害性(《深圳特区报》2003年),如在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话题下 ,它在评析

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面临的挑战(《新闻周刊》)2004年第 3期:《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如何日显重要》),

其风险反思又在投向文化 、政治领域。

再则 ,在深化。这体现于灾难方面的风险反思 。出自市场意识 , 20世纪 90年代后的大众化报纸注

重报道突发事件 ,但这类报道看重的确乎是这种事件的娱乐性 ,基本缺乏深层次思考 ,即使它呈现反思

性 ,但其反思是表浅的。值得注意的是 ,1987 年《中国青年报》的《红色警告》系列报道着意挖掘与反映

大兴安岭火灾隐含的官僚体制等问题 ,而 1998年中国媒介报道长江洪灾 ,亦着意挖掘与反映其间所反

映现出的相关决策对环境管理的漠视 ,二者呼应 ,它们显示了 1980年以后中国媒介灾难方面的风险反

思走向深化的一脉:相关风险理论认为 ,现实中大致有三种风险反思:(1)只看到风险现象的“现实主义”

反思 ,它是表浅的;(2)从风险现象看到风险背景的稚朴“结构主义”反思 ,它是简单的;(3)以为风险是制

度性 、决策性风险的所谓“制度结构主义”反思 ,它则是更为切要的[ 1](第 29-39 页)。

中国人有风险反思方面的意识 。如“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 “预则立 ,不预则废”等传统生存智慧 ,中

国传统文化有过风险反思倡导 。就中国媒介而言 ,在近 、现代 ,如王韬的《循环日报》 、梁启超的《时务

报》 、陈独秀的《新青年》等 ,它们曾以对民族危亡风险的激烈反思 ,显示出中国媒介这方面的意志力与能

力。当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 ,如马寅初对人口的风险反思而遭迫害 ,极左政治曾使人们对社会

风险的反思成为一种思想禁忌 。而到了 20世纪 80年代 ,风险反思则成为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思想实践:

如当时兴起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其实是对人们曾受禁锢的反思思维的解放;另外 ,如说“落后就会挨

打” ,某些由政治权威发出的有关风险反思的社会感召 ,化为了当时社会学上的主导思想 ,成为了那个时

代精神的主题。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语境中 ,当代中国媒介开始了他们对社会风险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反思性正在成为生产力源泉” [ 1](第 147页)。同样 ,如前所示 , 2005年中央政府出台了

能源危机防控部署;同年 ,公众抵制“烤薯条” 等具有致癌风险的产品 ,而此前媒介就对相关风险有过大

量报道与舆论。这些表明 ,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正在引发公众 、政府的相关“互动” ,在成为社会的

一种助益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吉登斯提出的所谓现代人要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文

明观 ,其意涵即是现代人的组织未来 、塑造世界要靠风险反思[ 4]
(第 125 页)。

但又有这样的个案。1970年云南的一起地震 ,伤亡 、损失严重 ,而当时仅有的一条简短消息“只字

不提受灾 ,而且把震级压低了” 。30年后的 2000 年该地对伤亡者有过追补性悼念活动 ,而相关报道同

样不提当年的灾难后果 ,只是对所谓灾区人民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津津乐道[ 5]
(第 153 页)。这一个

案告诉我们:禁忌风险反思时代的所谓“报喜不报忧” ,当今以“传统”的形态在作用于媒介;这种作用其

实是在阻抗媒介的风险反思 ,即它使这种反思在当今中国媒介难以实现稳定化 。

如果说传统是过去被重复的现实性 ,那么这种现实性一般由权力建造:“传统总和权力结合在一

起” [ 6](第 37页)。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人被发现于 1985 年 ,而大陆媒体对此作出报道是在 1994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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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7]
(第 23 页),如果将当中长达近十年的媒介“缺位”看做是曾经的“报喜不报忧”在媒介的“传统化” ,那

么其始作俑者应是相关权力主体:它们禁止报道。再则 ,某种“过去”在当下的重复 ,还是卡西尔说的社

会进程中文化的“稳定化”与“进化”间固有张力的反映:对于如上所述的 2000年媒介关于云南地震依然

“报喜不报忧” ,曾有人就从媒介的所谓“历史惯性”予以归因 。而着意于人的能动性的理论认为 ,传统的

生成总是在人们从过去走向未来时刻其自主性缺失所致:吉登斯就说人对过去有一种“成瘾”现象 ,这种

“成瘾”就是一种人的自主性被“冻结”的状态[ 6]
(第 44 页)。这反过来说 ,包括当代中国媒介 ,对于过去的

会妨碍其当前某种有益实践的东西 ,人要做到不将它“传统化” ,又在于他能够加强其自身的自主性 。

二 、权力博弈

1998年长江洪灾中 ,九江段 4号匣溃堤 。事发第二天 , 《中国青年报》作了报道 ,当天上午 ,相关管

理部门指责该报严重违反新闻纪律 ,后来朱镕基视察九江称“不能向群众隐蔽灾情” ,该报才得以摆脱困

境[ 8]
(第 296 页)。对于当代中国媒介报道社会风险 ,这件事表征出其间存在一种权力博弈(Pow er game)

现象:一方面相关权力在打压这种报道 ,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媒介依托政府权力或将政府权力转借为自

身一种权力 ,予以抗衡。

李普曼说:作为社会安全守望者 ,媒介要审视社会的“不测风云”与“浅滩暗礁” ,并要“及时发出警

告” 。报道社会风险是媒介职责 ,它对于媒介具有职业上的正当性。然而 ,作为一种世界现象 ,对于媒介

的风险报道 ,相关权力机构总是保持高度警惕性 ,即便标榜崇奉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 ,在“9·11”危机期

间 ,也对“新闻记者 、报社进行威胁:不许说这个 ,不许说那个”
[ 9]
(第 120 页)。对于不同国族的相关权力

机构 ,他们干预媒介风险报道 ,其中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原因或许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所谓脸面

(face)意识与前台(f ront)观念:“共同在场”的人们 ,对自己的脸面有着一种“以防他人审视与拆台的自

我呵护(self-warm th)的情感” [ 10](第 95 页),这样 ,人在社会舞台表演 ,总把伤脸面的事隐藏于“后台”

(behind),以保证在“前台”的自己受到赞誉 。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受到两种权力制衡。而两种权力主体给出制衡 ,各有不同原因。

首先是媒介管理者给予制衡。对于媒介 2003年的“非典”报道 ,广东省委宣传部门首先要求统一报

道口径:既要求报道“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以便“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恐慌”;而当相关报道出现 ,便声称媒

体影响了社会稳定 ,禁止媒体再作报道
[ 11]

(第 136 页)。显然 ,这里的媒介管理者干预报道 ,出自他们的一

种社会稳定观。“稳定” ,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表征与致力方向 ,而毫无疑问 ,对此 ,媒介应该肩负起自

己的责任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 ,如果为了稳定而限制媒介的风险报道 ,从长远看 ,其结果可能是相反的:

“风险愈少为公众所知 ,愈多的风险会被制造出来”
[ 1]
(第 185页),这即是说 ,它会导致更高程度的社会恐

慌与社会不安定 。“风险思维当然有其不安定的一面 ,但这是寻求一种使结果稳固的一种手段 ,一种开

拓未来的方式”[ 4](第 154 页)。吉登斯的这一表述道出了风险认知方面短期的社会不安定与长期的社会

稳定的关系 ,它提示人们确立一种长远的社会稳定观。

再者 ,风险发生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 ,以封锁信息 、防堵报道等行为 ,显示出他们制约媒介风险报道

的某种权力:权力在表现层面的特征之一是对他者的制约性 。如有资料显示:中国媒介事关非典的第一

篇报道 ,是广东河源市向当地报界提供的“该地没有流行病”声明 ,四川资阳市卫生部门告知媒介该地的

“怪病”(猪链球菌感染),是在发现这种病症一月以后;2003年中国 11 名记者受贿隐瞒山西一起矿难 ,

始作俑者则是事发县的县委书记 、县长 、宣传部长:他们合谋用“金钱”来防堵记者报道。

有人说 ,主要由于当前中国媒介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还是一种从属关系 ,在批评报道上它还不拥有自

主权利 ,批评报道的得以展开 ,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支持 。同样 ,在风险报道上 ,面对如上两种权力的

制衡 ,当代中国媒介是从党和相关政府的支持那里获得某种传播权予以抗衡 、坚持运作的 。

1980年媒介对勃海 2号沉船事件的披露 ,引发中央究问相关领导责任。自始以后 ,中央以及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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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党政部门 ,注意把媒介的风险信息作为追惩风险责任者 、加强社会风险治理的依据与助力 ,在客观

上支持了媒介的风险报道。不仅如此 ,诸如 198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

道” ,某些新闻政策亦在支持媒介风险报道。就中央而言 ,支持风险报道 ,原因之一是它要依托这种报道

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 。如所周知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政府相关权力向下分散和转移 ,社会组织出现

“非集中化状态” ,传统的 、韦伯(weber)说的那种依托科层制组织所实行的组织化社会控制不再十分奏

效 ,这样 ,中央政府不得不依托媒介等方面传递的信息实行社会监控 ,这是着眼于社会治理而依据新信

息调适决策或作出新决策的社会监控 ,即是吉登斯说的现代社会的反思性监控(ref lex ive monitoring)。

另一方面 ,即便当代中国媒介对党和政府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 ,而包括风险报道 ,其传播权力又决

非完全由它从党 、政部门那里转借而来 ,媒介传播的能动性亦可以使它出现权力自产或自赋权力现象。

《法制日报》记者刘林山的相关作为是众多表明这种现象个案中的一个 。天津大邱庄前领导人禹作敏 ,

曾作为致富带头人而闻名全国 ,而成名后 ,他横行乡里 ,欺压百姓 ,从 1991年至 1993年 ,刘林山顶住种

种压力 ,坚持通过“内参”报道其罪行
[ 8]
(第 295 页)。从报道权力方面看 ,刘林山进行这种报道长达 3年

的“坚持” ,则可以被看成是他自产或自赋这种权力的现实。在传统的权力观念中 ,人们总以为只有对于

权力机构才有权力可言 ,其运动方向也总是自上而下 ,但福柯看到:权力受动者亦可以产生一种抵抗权

力 ,他亦禀具某种权力生产能力 ,他说:“权力来自下面”
[ 12]

(第 94 页)。

总之 ,在风险报道上 ,当代中国媒介同对其制衡的权力相博弈的那种权力 ,既来自它对党 、政相关权

力的转借 ,又来自它的自产。我们看到 ,对于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报道 ,因为有这种权力博弈 ,它才有了

现实的可能。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传播实践中 ,某些媒介以其对制衡它的权力的屈服 ,使这种博弈

“失语” 。

南方某电视台“非典”时期的一次采访是这方面的实例。这家电视台记者在广州某医院采访时 ,意

识到在场护士 、医生所戴口罩是风险信号 ,拍摄前 ,要求他(她)们摘去口罩 ,以示“非典”并不可怕[ 13]
(第

10 页)。显然 ,对于这位记者 ,其做法是在配合 、服从当时主管部门下达的“要减少社会恐慌”的报道指

令;而从精神方面说 ,它反映了这位记者甘愿接受制衡权力制衡的工具化(inst rumentalized)心理。可

以说 ,这种工具化心理 ,根源于中国记者对多年来他们面对的需要服从的垂直性权力关系的习惯:“权力

关系通常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他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式中 ,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

的行为当中”
[ 14]

(第 279 页)。著名记者李庄曾以严厉的自我解剖精神 ,道出了他对这种需要服从的垂直

性的权力关系的习惯 ,以及这种习惯所形成的他的工具性心理 。他说 ,自己曾在“极左”和“集权”时期 ,

“长期的一种习惯”是:如果发现自己的想法与“上面”不一样 ,就以为“是自己不对 ,就赶紧`看齐' ,并检

查自己为什么`赶不上' ”[ 15](第 252 页)。上面提到 ,福柯说权力关系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使动式” ,它还可

以是“自下而上”的“互动式” ,显然 ,当代中国媒介要清除在制衡权力面前的工具性心理 ,有待于牢固树

立这种“互动式”的权力关系观 。

三 、处世态度

一种风险的现实性及其是否会衍化为高后果风险 ,相当意义上取决于人应对风险的态度 ,这样 ,现

代风险理论提出风险社会人的“处世态度”问题:

一方面是消极处世 ,它包括:(1)人在风险情景“过一天算一天”的对风险的听任态度;(2)消解风险

焦虑的对风险的“玩世不恭”态度。这种消极处世态度的文化根源被认为是人的“天命观”或“宿命论” ,

其后果是现实中存在我们在面对“却没能去对付的风险” 。

另一方面是积极处世 ,即人在风险情景有一个所谓“富于命运特征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1)人质疑

与风险相关的“常规惯例” ,(2)人对这种惯例予以“改变以及重新调整目标”。说到底 ,这种积极处世就

是人就某一风险问题谋求改变 ,它被认为由现代社会风险压力所激发 ,其结果是人通向安全的“新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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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辟”
[ 4]
(第 150-153 页)。

面对社会风险 ,当代中国媒介的积极处世表现为:

其一 ,审视过去 。诚然 ,如《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鲁布革冲击》等新闻名篇 ,当代中国媒介的某

些风险报道旨在揭示既有危机及其相关旧体制上的因由 ,而不刻意去设定治理方案 ,但即便这样 ,这种

报道亦呈现出一种变革意向。“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的局限 ,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

式” [ 2](第 227 页),反过来说 ,人要塑造未来 ,首先他必须去认识其具有局限性的过去与现在 ———而就那

类不给答案 、只反映危机的报道而言 ,它们确有如此用意:引起全社会对问题的重视 、思考 、求索[ 15]
(第

251 页)。

其二 ,着意创新 。尽其可能 ,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映风险的同时还着意思考风险治理方略。针对当时

经济发展困局 ,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的新闻名篇《中国改革历史方位》指出这一困局由粗放型经济模式

所致 ,同时它还提示要破解这一困局在于经济发展“及早依靠科技进步” [ 3](第 173 页)。显然 ,这种报道

着意于修正过去 、除旧开新 ,作为一种风险反思 ,它即是现代风险理论说的那种展现人应对风险的能动

性的反思:人“依据新的信息”而对其“社会活动”等“作出阶段性修正的敏感性。”[ 4](第 22 页)这种着意革

新的风险反思现在依然被坚持 。连接中国南海与安达曼海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大国企图操控的要道 ,

而中国竟有五分之四的原油进口依赖此道 ,2004年 6月间《中国青年报》载文指出这是中国能源的一种

风险 ,同时该文还对如何防控这一风险作出思考:即一要修建另外的原油进口渠道 ,再是中国同日 、韩携

手另找原油出路 。

海德格尔认为人由现实之“畏”而“操心” ,由“操心”而走向“未来” 。如所周知 ,由于民族危亡 、社会

危机等压力 , “操心”于“变革” 、“改革” ,是近代以来包括媒介在内的中国人一种突出的思想实践 ,是他们

在风险情景中的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处世 。诚然 ,传统文化上的宿命观念 ,农耕人随遇而安的生存态

度 ,以及诚如某些学者所看到的文化心理上悲剧精神的缺乏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 ,它们曾使中国人

面对风险也有过“过一天算一天”的处世 ,甚至有过阿 Q 式的在灾难临头时刻的“玩世不恭” ,但一般说 ,

对于现代中国人 ,这种处世不再具有主导性 、常规性。

但有调查显示 ,在不太宽松的舆论环境中 ,当代的某些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专业方面的认识有着一

种新生的宿命倾向。在这种环境中 ,他们面对老百姓的苦难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而随之以

为 ,像《南方周末》那样对自己社会使命感的认同及其践行 ,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媒介实际“没有那个权

力” 。显然 ,这些新闻从业者关于自身在专业上的力量 、价值 、权力与现实舆论环境的关系 ,偏重去认识

环境对自己这些方面的制约性 ,不计或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具有的能动性及其可能的效果 ,这样 ,他

们就把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的“弱小” 、“无价值” 、“无权力”客观化 ,将其视为某种无以抗拒的必然或命定

的东西 ,而作为一种认识 ,它即呈现宿命倾向 。

某些新闻从业者这种对“自我弱小”的认同 ,其实是马克思以来的许多社会学家都在论说的人的一

种“无力感” :即个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其自主性被剥夺的一种感受。包括当代中国某些从业人员 ,这种

感受有其产生的现实根源 ,苛责其存在是非理性的 。但就人在社会实践必要的积极性而言 ,人又应该致

力于消除这种感受。这方面吉登斯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 。吉登斯说在一种不能避免磨难的人生中 ,活

着的人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自主 ,因为他只有通过自主控制和能动地去克服磨难才能生存[ 4]
(第 225-227

页)。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有一种“无力感” ,甚至会因其产生某种“宿命”观念的时候 ,不妨

作出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们恰恰是“有力”的 ,因为自主性和能动性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

一如现代风险理论的相关认识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因此 ,当代中国媒介有必要

坚持推进其风险报道 。而我们看到 ,当代中国媒介的这种报道 ,正呈现贝克基于现代事业发展的某种曲

折性所指出的现代文化的一种特征 ———堵塞(congestion),这即是它在反思风险 ,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

某种报道理念的羁绊;它在进行权力博弈 ,但这种博弈受到“工具性心理”阻抗;它在风险情景呈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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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态度 ,但这种态度又受到其某种观念上宿命倾向的影响 。贝克还说:“你并没有陷入堵塞 ,你自己就

是堵塞”
[ 1]
(第 168 页),意即要消除堵塞 ,在于被堵塞者这方面的能动性 。按照现代风险理论的观点 ,这

种能动性即是人自我监控 、自我修正 、自我调整的反思。当代中国媒介要消除其风险报道的种种“堵

塞” ,从总体上说 ,亦要靠这种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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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f lect ion on risks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modern society.Acco rding to risk reports of

contempo rary Chinese media , this paper ho lds that:they are in ref lect ion on social ri sks , but hindered

by certain t raditional opinion on relevant repo rts;they are in power g ame , but counte racted by certain

inst rumentalized mentali ty;they are in an active at titude tow ards the risks , but obst ructed by certain

fatali sm.Based on the angle of media' s activi ty ,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 to eliminate negative

facto rs above ,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needs ref lection including self-monitoring , self-revision ,

and self-adjustment.

Key words:Chinese media;risk repo rt;self-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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